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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朝多极化发展，国家地缘战略行为逐渐摆脱传统“制衡—追随”二

元模式，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转而采取灵活和多元的对冲战略。本文援引国际关系学对冲理

论，从地缘政治视角界定地缘体对冲运行方式，以驱动要素、中介要素、战略选择构建对冲战略

分析框架，测算南海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指数，借助双变量可视化方法呈现

对冲强度演变，运用象限图法划分对冲形态，最后以南海周边国家的现实战略选择进行理论验

证。研究发现：① 21世纪以来，南海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企稳却难安”态势，国家间异

质性显著；国家相对权力呈现波动趋势，其演变过程与美国干预紧密相关。② 南海周边国家对

冲强度是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互动的结果，分别形成越南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和文莱3种模式。③ 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对冲战略选择的内在逻辑是南海周边国家的

安全威胁认知和国家战略定位建构的战略认知，形成差异化的对冲形态，并以合作性或竞争性

战略工具为主导施展各自的对冲战略。厘清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对冲强度和对冲战略特

征，可为中国良性参与南海地区区域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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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争霸趋于多极化发展[1]。顺应国际发展大势，
基于国家自身利益，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逐渐摆脱“制衡—追随”的二元选项，采取更
加灵活而多元的对冲战略[2]。21世纪以来，面对南海周边区域错综复杂的地缘战略态势和
中国的快速发展，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普遍采取了对冲战略[3]。这一方面源于南海周边国
家通过南海岛礁的主权化实践强化在南海的存在，导致与中国地缘关系紧张态势时有发
生[4]；另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都属于中小国家，其战略认知中普遍具有“安全脆弱性”
和“地缘依附性”的倾向[5]。南海周边国家已然成为折射中小国家对外战略行为的典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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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探析其对中国的对冲战略，为认识普遍意义上中小国家的对外战略提供借鉴，进而
可为中国制定与相关国家良性互动的地缘战略提供启示。

对冲 （Hedging） 最初来源于金融学，Working于1948年首次提出了对冲理论[6]。20世
纪90年代末，Sutter等将其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7-8]。2004年Art在关于“冷战”后欧洲国
家战略选择的研究中，首次将对冲运用于分析具体国家的战略选择[9]。目前国际关系学者
围绕对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冲内涵、对冲主客体、对冲战略及类型等。① 关于对冲内
涵，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10]。Kuik等认为对冲是国家行为体为规避
风险和获得收益而采取的一系列灵活组合战略，规避或缓解风险被视为对冲的驱动因
素[11-14]；Tessman等则强调对冲能力的重要性，认为对冲实施国应提高经济、军事等自身
竞争能力以实现有效对冲[15-17]。这些定义既强调了“规避风险”是对冲的起点，也阐释了
战略对冲能力对实现有效对冲的重要性，但忽视了“风险”和“能力”要素的关联互动
性，对于对冲的内在作用方式同样缺少探讨。② 围绕对冲主客体的研究，中小国家因其
脆弱性和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其作为对冲战略施动者是学者们一直重点关注对象[18-19]。
对冲客体研究出现从对冲某一国家向对冲系列风险的转变趋势[13, 20]，但仍忽视了对冲实
施国与目标国之间密切的地缘互动性。③ 对冲战略及类型的研究，王栋认为对冲战略是
混合了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手段和工具的战略组合[14]，这种战略通过
从接触到制衡的多种战略手段的灵活运用[20]，以规避风险或实现利益最大化。关于对冲
战略的类型划分，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Medeiros从对冲性质角度提出“两类型
说”：合作性对冲和竞争性对冲[21]；Lee根据对冲的强弱程度提出“三类型说”：温和对
冲、硬性对冲和双重对冲[22]。

地理学视角下的地缘政治分析思路可以丰富和扩展已有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对冲研究。
地缘政治学研究强调地理因素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权力”和“空间”的互
动[1, 23]。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解析对冲：① 要素视角是分析对冲战略的基础，“地缘政治
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是构成对冲强度的核心，地缘政治学提供了从地理因素出发
分析国家战略行为的思路和方法。② 空间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关系学对冲研究
在“空间认知”中的不足[24]，对冲战略应具有明确的空间取向，国家所处的地缘区位是
影响对冲战略的本底要素，不仅影响国家权力的大小，还会对权力的实施起到空间制约
作用。③ 关系视角是分析对冲战略互动性的关键，对冲战略实施所具有的主体间性，意
味着其是地缘行为体互动语境下、基于身份和利益建构的战略行为[25]，进而构成了影响
对冲行为的关系要素。正是对冲实施国与目标国在互动中形成了对安全威胁认知及国家
战略定位认知，从而形成差异化的对冲战略行为。

对冲强度是对冲战略行为的量化表征方式之一，是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相对权力两
要素互动的结果。地缘冲突事件是表征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参考[26-29]，GDELT时空大数
据集为地缘政治风险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30]。已有研究中，国内外地理学者借助GDELT

较好地关注到了事件的“关系”属性，如从事件的“合作”和“冲突”视角研究地缘关
系[31-35]；也有研究重点关注“冲突”事件研究冲突强度[36-37]、恐怖主义[38]等。但综合考虑

“关系”属性和“冲突”性质以表达地缘体互动中负面事件的消极地缘影响，进而以此量
化“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尚不多见。“国家相对权力”的量化是对于对冲实施国与目标
国之间地缘影响力差距的综合评估。国内学者多从权力的来源入手建立多维指标体系进
行地缘影响力评价[39-41]，为本文“国家相对权力”量化研究提供了启示。

当前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成为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重要任务，更是地缘政治
研究的重要路径[1, 23]。本文基于地理学的空间思维、要素和关系视角，解析地缘政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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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冲运行方式，构建对冲战略分析框架，以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的要素互动
刻画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对冲强度，以南海周边国家的现实战略选择进行对冲战略理
论验证，以期丰富中小国家的地缘战略研究，进而为中国南海地区区域治理予以启示。

2   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

2.1  对冲理论内涵
对冲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法，被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分析国家战略问题。在金融市

场中，金融投资者通过投资金融资产结合设立期权建立负面相关性，以抵御可能的投资
风险来实施对冲。国际关系领域对对冲的理解与金融学具有共通之处，均关注风险、相
互冲抵和寻求利益最大化。规避风险是对冲行为的出发点，战略对冲能力是国家行为体
实现有效对冲的基本条件。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视为影响对冲的核心地
缘要素。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对冲是指对冲实施国基于国家相对权力对来自目标国的地
缘政治风险的管理，是地缘行为体管控风险或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战略行为。对冲强
度是指战略行为的强度，是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相对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来看，
地缘政治风险是由国家间的负面事件 （如各种紧张局势） 所形成的潜在威胁和风险现状。
表征一种不确定事件或状况，风险一旦发生，其影响会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
诸多领域，且将产生较长时间的消极地缘影响。国家相对权力是指对冲实施国与目标国
之间地缘影响力的差距。国家行为体基于地缘安全考虑，其对冲行为注重相对他国提升
自身硬实力，拉拢其他大国以寻求外部力量支持，以此促进战略对冲能力。因此，经济
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是影响国家相对权力的主要来源。此外，“外部力量”也对国
家相对权力具有重要影响，比如具有正式同盟关系意味着可获得的外部力量支持程度高，
而非正式安全关系则反之。

基于对冲、对冲强度、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等概念，结合地缘体互动，形
成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对冲运行方式 （图1）。地缘体实施对冲具有主客体之分，地缘主体
为对冲实施国、地缘客体为对冲目标国。对冲实施
国和对目标国之间具有地缘体间的互动作用。地缘
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不仅是影响对冲强度的核
心地缘要素，而且两者的“关系”属性也使其成为
连接地缘体互动的内在纽带。因此，当对冲实施国
面临来自目标国地缘政治风险时，基于自身的经
济、军事、科技和外部力量等实力要素形成的国家
相对权力，以相互冲抵的方式对目标国进行战略回
应，以自身权力投射方式应对面临的地缘政治风
险，由此形成对冲运行方式，旨在实现风险最小化
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目的。
2.2  对冲战略分析框架

对冲战略分析框架包含驱动要素、中介要素、
战略选择3个环节，涉及“对冲强度”“对冲形态”和“对冲战略”等内容。对冲战略的
实施表现为对冲强度的大小和对冲形态的各异，即通过对不同手段强度的调整，借助不
同对冲形态的灵活组合，进而实现风险最小化或利益最大化 （图2）。地缘政治风险和国
家相对权力是影响对冲战略的驱动要素，安全威胁认知和国家战略定位是形成对冲战略
的中介要素，对冲战略选择则是基于驱动要素和中介要素的综合表达。

图 1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对冲运行方式
Fig. 1   Diagram of the hedging operation from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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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强度和对冲形态两者相互交织，

相互影响。对冲形态是指地缘行为体对冲

战略的不同表现形式，本文将对冲形态分

为硬性、温和、能力主导型和风险主导型

4种类型。根据国际关系学的新古典现实

主义，国家间的认知结构会对国家外交政

策的制定产生影响[10]。在对冲环境下，安

全威胁认知是指对冲实施国对目标国是否

会产生安全威胁及其程度的主观认知，主

要通过对地缘政治风险等客观局势的主观

认知而建构。国家战略定位是国家对于自

身在国际体系中战略地位的主观认知，主要通过国家相对权力来反映。因此，地缘政治

风险的高低会影响一国战略的关注方向和安全威胁认知水平，国家相对权力则决定了对

冲战略实施时能够运用的战略资源进而影响自身国家战略定位。

对冲战略选择包含合作性和竞争性多元化战略工具的组合，如接触、束缚、防范、

牵制、制衡等[14] （表1）。从对冲强度、对冲形态与对冲战略选择三者关系的角度看，对

冲强度是对冲实施国对目标国的战略行为中所包含制衡因素的强弱程度。以战略选择谱

系中的制衡为标准，制衡因素越多，接触因素越少，对冲强度越高；制衡因素越少，接

触因素越多，对冲强度越低。一般来说，对冲强度越高，对冲形态越趋于硬性对冲，对

冲战略工具组合中诸如制衡、牵制等竞争性元素比例越高；对冲强度越低，对冲形态越

趋于温和对冲；其对冲战略工具组合中接触、束缚等合作性成分越多[42]。在现实国际政

治中，对冲实施国作为具有理性的行为体，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基于地缘体间地

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要素组合方式，结合“安全威胁认知—国家战略定位”的不

同战略认知，由此选择具体的对冲战略工具进行战略实施。

3   研究方法与数据

3.1  研究方法

根据对冲强度内涵的界定，构建对冲实施国和对冲目标国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R）

模型和国家相对权力指数 （P） 模型；运用双变量地图可视化方法[43]，刻画地缘体互动视

角下的对冲强度；并运用基于抽样标准差的象限图法划分对冲形态的4种类型。

图 2   对冲战略分析框架
Fig. 2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hedging strategy

表1   对冲战略工具内涵
Tab. 1   Connotation of hedging strategy tools

合作性
战略
工具

竞争性
战略
工具

战略工具

接触

束缚

防范

牵制

制衡

具体内涵

对冲实施国采取扩大经贸关系、加强军事交流和安全合作等合作性手段增强与目标国交流互动。

对冲实施国通过将目标国纳入制度性框架(如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之内，对其形成制度性和规
范性约束，从而降低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

对冲实施国采取预防性的谨慎手段，防止战略形势发生不利于己的变化，强调在地缘政治风险
变得明显之前采取军事行动等预防性手段，是对潜在地缘政治风险进行积极的管理。

对冲实施国通过支持目标国的对手、达成或加强非正式、权宜的合作迫使目标国分散注意力和
资源，以减少目标国对自身的压力，从而减少或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分为外部制衡与内部制衡，外部制衡指对冲实施国通过建立或加强的同盟关系以制约目标国潜
在地缘政治风险，内部制衡则是通过加强自身国家相对权力(尤其军事实力)的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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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模型    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间冲突事件密切关联，GDELT数据
库 为 双 边 冲 突 事 件 的 量 化 提 供 了 数 据 支 撑[26-30]。 本 文 根 据 事 件 类 型 和 戈 尔 德 斯 坦

（Goldstein Scale） 变量，选取中国与南海周边各国的双边冲突事件，构建事件标准化变
量模型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具体表达为“实质冲突”
事件的戈尔德斯坦得分绝对值之和与所有事件的戈尔德斯坦得分绝对值之和之间的比值，
公式如下：

Rt
cs =

||GS ( )M
cst

GS ( )+
cst + |GS ( )-

cst |
（1）

式中：Rt
cs表示南海周边国家s与中国c在t年的地缘政治风险；GS ( )M

cst
是南海周边国家s与

中国c在t年“实质冲突”事件的戈尔德斯坦得分累加和；GS ( )+
cst 是所有合作事件的戈尔德

斯坦得分累加和，以及GS ( )-
cst 是所有冲突事件的戈尔德斯坦得分累加和。

3.1.2  国家相对权力指数模型    国家相对权力系指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提升自身权力投射
的能力。本文参考地缘影响力模型[39-40]，并考虑一国相对他国权力投射的差值，以此构建
国家相对权力模型。影响国家相对权力的因素包括：实力各来源的大小、实力权重、空
间距离衰减、地缘战略决策指数。本文选取构成国家本底的基础资源要素、影响国家发
展的经济实力要素、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的军事实力要素、为国家经济和军事提供支持
的科技实力要素，以及影响对冲实施国地缘战略行为的外部力量支持要素，以此构建对
冲实施国与目标国的国家相对权力指标体系。此外，国家的地缘战略实施具有很强的指
向性，国家相对权力大小的发挥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决策，本文采用国家地缘
战略决策指数来衡量[44]。

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距离的影响，构建对冲实施国与对冲目标国之间的国家相对
权力模型，公式如下：

C t
cs = H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i = 1

n

ki( )Cc - Cs

-1
edcs （2）

式中：C t
cs表示南海周边国家s对中国在t年的国家相对权力指数；Cc表示中国的国家实力；

Cs表示南海周边国家的国家实力；i分别表示基础资源、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
力，以及外部力量；K是各实力要素的权重系数；dcs为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空间距
离；H为地缘战略决策指数。

权力权重系数 （K） 参照克莱因的国力评估框架和已有地缘影响力评估模型[39-40]，对
各国的基础资源、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的权重指数，分别为1/5、3/10、1/5、
3/10。地理空间距离 （dcs） 为两个国家间的欧式几何距离，用以表示国家间权力投射的
距离衰减作用。地缘战略决策一般都源于一国首都，因此用各国首都确定坐标点。地缘
战略决策指数 （H） 表示s国对c国的地缘利益诉求程度，用以反映s国对c国的国家能力投
入意愿大小，H取值范围为[0, 1]。评估南海
周边国家地缘战略决策指数，主要考量南海
周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地缘利益关切程度

（表2）。借鉴已有地缘战略决策取值的有关思
想[41, 44]，本文地缘利益诉求根据南海周边国家
对南海岛屿和水域的声索现状[45]，结合南海
周边国家与中国发生的南海争端事件共同确
定，并形成按国别分时期的差异化赋值。

表2   国家地缘战略决策指数(H)取值
Tab. 2   Values of national geo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index (H)

利益诉求类型

核心利益诉求

重要利益诉求

一般利益诉求

极微利益诉求

H

1

(0.5, 1)

(0, 0.5]

0

利益范围

岛礁争端、主权诉求等

岛礁争端、协商解决等

专属经济区重叠等

不涉及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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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构成国家相对权力来源的主要涉及要素：基础资源、经济实力、军事实力、
科技实力和外部力量，构建对冲实施国与目标国的国家相对权力指标体系 （表3）。其中，
指标体系的“外部力量”中“与美国军事关系等级”界定标准，通过相关国家“是否与
中国有重大安全争端”和“是否与美签署安保条约”进行表征，取值范围为[0, 1]。菲律宾
属美国坚定盟友，与中国有重大安全争端且与美签署安保条约，赋值为1；越南、马来西
亚属美国未来伙伴，与中国有重大安全争端或与美签署安保条约，赋值为0.5；印度尼西
亚、文莱属美国一般伙伴，两者皆无，赋值为0.1。

在上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熵值法[46]对南海周边国家相对权力进行测度。
熵值法基本模型表达如下：

I =∑
a = 1

n

Sab wb × 100 （3）

式中：I表示构成国家相对权力的各实力要素大小；n为待评价国家个数；Sab为待评价指
标的标准化指数；wb为第b个指标的权重。根据熵值法计算原理，I值越大则待评价国家
的实力要素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基于以上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和国家相对权力指数模型，划分南海周边国家地缘政治
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评价等级。将各指数的平均值M和标准差Std作为评价依据，将其分
为4类 （表4）。
3.1.3  基于抽样标准差的象限图法    本文对地缘战略对冲形态类型识别采用象限图法[47-48]，
该方法的详细处理步骤如下：将两个指标地缘政治风险 （R） 和国家相对权力 （C） 的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生成两个新的变量安全威胁认知 （ZR）、国家战略定位 （ZC）。本文
标准化方法采用抽样标准差法，即：

表3   对冲实施国与目标国间国家相对权力指标体系
Tab. 3    The index system of relative power between the hedging implementing country and the target country

目标层

对冲实施国与

目标国间国家

相对权力

要素层

基础资源

(1/5)

经济实力

(3/10)

科技实力

(1/5)

军事实力

(3/10)

外部力量

指标层

人口

面积

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海岸线长度

人均 GDP

GDP 增长率

制造业增加值

进出口贸易总额

净外国直接投资

科技论文数量

居民专利申请量

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

高科技出口量

军事开支

军事开支占 GDP 比重

现役部队人数

海军规模

美国安全援助

与美国军事关系等级

单位

亿人

km2

千万亿英热

km

美元

%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千篇

件

%

亿美元

亿美元

%

万人

万人

美元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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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 )xi - x̄ s ,     x̄ =∑x n ,     s = ∑( )xi - x̄ ( )n - 1       ( i = 1, 2, …, n ) （4）

式中：i为样本的观测值；x̄为xi的平均值；s为抽样标准差。
用标准化处理以后的新变量数据列，ZR为X

轴，ZC为Y轴，不同国家的安全威胁认知和国家战
略定位形成一个点集(ZR, ZC)，在坐标点上绘制出
散点样式的象限图 （图3）。经过以上数据处理，生
成二者关系的判别原理：当南海周边国家单元数据
经过标准化处理映射到象限图时，即坐标点 (ZR, 

ZC)分别落入不同象限。根据安全威胁认知与国家
战略定位两个维度，将两者之间的组合互动程度分
为4个象限，形成4种对冲形态 （图3）。第一象限为
高安全威胁认知—高国家战略定位 （H-H型），对
冲形态为硬性对冲；第二象限为高国家战略定位—
低安全威胁认知 （H-L型），对冲形态为能力主导型
对冲；第三象限为低国家战略定位—低安全威胁认
知 （L-L型），对冲形态为温和对冲；第四象限为低
国家战略定位—高安全威胁认知 （L-H型），对冲形
态为风险主导型对冲。
3.2  研究数据

模型 （1） 的数据来源为GDELT数据库的事件库 （Event Database）。具体数据处理
为：① 选择“物质冲突”事件作为刻画政治风险的事件类型，包括6种类型的事件，分
别为“展示武力姿态”“减少关系”“胁迫”“攻击”“战斗”和“使用非常规大规模暴
力”。② 选择“物质冲突”事件的戈尔德斯坦得分作为刻画政治风险程度的指标。戈尔
德斯坦得分量表的取值在-10~10之间，用来量化事件的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冲突或合作程
度，其中-10和10分别代表最强烈的冲突与合作。③ 一国发生的政治风险涉及国际和国
内两个层次，通过对两个参与者的地理位置信息筛选涉及国际政治风险的“物质冲突”
事件，并聚焦到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模型 （2） 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
库、联合国贸易数据库、SIPRI军事支出数据库、《世界军事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白皮书》、安全援助监测数据集 （SAM） 网站、中国外交部网站、国际能源署网站
等。国家相对权力指数中所有指标均收集了2002—202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部分数据时
间序列不连续，本文采用均值法和回归分析法进行了补全。

4   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对冲强度演变

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行为受制于区域战略格局整体态势的影响。2002年中国
与东盟国家签署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对于南海局势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其后，

表4   南海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评价等级
Tab. 4   Evaluation levels of geopolitical risk and relative power of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评价标准

地缘政治风险

国家相对权力

0 < X ≤( M - Std )

低

低

( M - Std )< X ≤ M

中等

中等

M < X ≤( M + Std )

较高

较高

( M + Std )≤ X

高

高

图 3   地缘战略对冲形态类型划分象限图
Fig. 3   Quadrant diagram of geostrategic

 hedging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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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和投入程度深刻影响南海区域战略格局，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
出“重返亚太”战略和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无疑是影响南海地区战
略格局演变的重要时间节点。因此，以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签署为起点，“重返亚太”
战略和“印太”战略提出时间为分界点，将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对冲强度的刻画划分为3

个阶段，分别为2002—2008年、2009—2016年、2017—2021年。
4.1  南海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企稳却难安”的态势

从整体演变特征来看，2002—2021年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呈现显著
的阶段性波动变化特征 （图4）。随时间演化，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趋同性明显，从第一阶
段的 （低、中、较高、高） 4个等级趋近到第三阶段的 （中、较高） 两个等级。表明中国
在南海及周边的地缘政治风险态势“企稳却难安”。

从具体的阶段来看，2002—2008年高地缘政治风险的国家为越南，较高地缘政治风
险的国家为菲律宾，中地缘政治风险国家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低地缘政治风险国
家为文莱。其中，越南采取了一些使南海争议复杂化的行动导致地缘政治风险高，比如
2007年扬言要在南沙群岛设立“长沙县”等。2009—2016年高地缘政治风险国家为菲律
宾，较高地缘政治风险国家为越南，中等地缘政治风险国家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
文莱。较低地缘政治风险国家不复存在，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围绕
南海争端的有效管控受阻。其中，菲律宾地缘政治风险最高的原因主要源于这一时期中
菲南海争端凸显，菲律宾单方面采取诸多使南海问题复杂化和国际化的行动，如黄岩岛
事件、南海仲裁案闹剧等，导致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严重影响了地区和平稳定。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16)1665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 4   2002—2021 年南海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阶段性时空变化
Fig. 4   Periodic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in the geopolitical risk index of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2002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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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所有国家均退出高地缘政治风险和低地缘政治风险行列，但仍维持在较高
和中等水平，较高地缘政治风险国家为菲律宾和文莱，中等地缘政治风险国家为越南、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表明南海仲裁案闹剧落幕之后，域内国家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得到更
有效管控，南海地区局势总体上有所缓和。

从空间格局来看，国家间异质性显著，菲律宾、越南的地缘政治风险整体处于较高
位水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则总体处于较低位水平。从具体国家来看，各国
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均值由高到低排名依次为菲律宾、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侧面印证出中国与南海周边5国在南海海域的领土主张存在不同程度的诉求和争
议。菲律宾、越南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存在重叠，受到南海问题所引起的危机产生
的消极地缘影响最为明显。中国与马来西亚和文莱也有岛礁主权的争议，但两国倾向于
与中国通过双边协商解决问题，较好地管控了南海争端的风险。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不
存在岛礁主权争议，只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存在重叠部分。
4.2  南海周边国家相对权力转换有所波动，个别国家受美国等外部力量影响显著

从整体演变特征来看，2002—2021年南海周边国家的国家相对权力指数呈现波动趋
势，个别国家受到美国等外部力量的影响显著 （图5）。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均在第二阶段相对权力达到峰值。其中，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和未来
伙伴，这一时期域外大国美国介入南海的程度空前高涨，促使其国家相对权力提升。印
度尼西亚的中等相对权力则主要源于其对于南海地缘利益诉求提升，并对南海地区投入
了更多国家能力。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16)1665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 5   2002—2021 年南海周边国家相对权力指数阶段性时空变化
Fig. 5   Periodic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ve power index of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2002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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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国家来看，南海周边各国的国家相对权力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菲律宾，越
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其中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国家相对权力均
比较高。尽管从基础资源禀赋、经济实力、科技支撑等实力要素来看，菲律宾属于南海
周边的小国，但凭借美菲同盟关系和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等美国安全领域的支持，菲
律宾在南海周边国家中相对实力较高主要得益于获得美国外部力量支持最多。从国家综
合国力的角度看，印度尼西亚在南海周边国家的综合实力最强，但印度尼西亚同时维持
了其在对外决策方面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其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深入程度不及菲律
宾，因此相比较而言其国家相对权力受到美国因素影响较小。而文莱无论在基础资源禀
赋、经济实力、科技支撑、军事力量均排名靠后，且非美国在南海的战略重点，受到美
国的支持有限。此外，空间距离和战略投入意愿是影响南海周边国家相对权力的重要因
素。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周边国家中离中国的距离最近且国家相对权力整体较高，表明
距离越近，国家的权力投射能力越强。越南和菲律宾对中国的战略投入意愿也是最强的，
这对其国家相对权力的施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4.3  南海周边国家对冲强度格局呈3种模式，主要受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相对权力互动影响

通过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相对权力组合形成的双变量可视化图整体研判对冲强度时
空格局 （图6）。对冲强度是战略行为强度的量化表征方式之一，是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
相对权力两者相互作用大小的结果，不同等级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相互作用
会形成不同的对冲强度。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16)1665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 6   2002—2021 年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对冲强度阶段性时空变化
Fig. 6   Periodic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in the hedging intensity of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towards China from 2002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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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时间演变特征来看，2002—2021年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对冲强度空间格局总
体保持稳定，对冲强度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文莱。具体来看，菲律宾和越南的对冲强度总体处于较高位水平，并在第一、二阶段交
替成为区域对冲强度最高国家。越南的对冲强度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呈现不断下降趋
势，主要受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和国家相对权力的综合影响。越南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不
断降低，从2002—2008年的0.15下降到2017—2021年的0.04，其国家相对权力指数呈现缓
慢上升，均值维持在0.60左右，越南的对冲强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菲律宾的对冲强度
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09—2016年间对冲强度达到峰值。菲律宾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在
2009—2016年一度达到0.12，远高于第一阶段的0.07和第三阶段的0.08，同时菲律宾国家
相对权力指数均值0.72左右。中菲这一阶段在南海发生的负面事件为中菲关系造成消极
地缘影响，同时也使菲律宾的战略实施强度提升，对中国的对冲强度达到峰值。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则处于低位水平，对冲强度格局基本稳定。

由此，归纳出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对冲强度的3种模式。① 对冲强度高的国家包括
菲律宾和越南，战略实施强度高。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高，与中国在南
海争端方面存在较大冲突。由于自身国家相对权力较强，且美国对菲、越两国的投入和
关注不断深化，导致菲、越两国对南海的利益诉求多，采取诸多使南海问题复杂化和国
际化的行动，表现为对中国的对冲强度最高。② 对冲强度中等的国家主要指印度尼西
亚，战略实施强度中等。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整体较低，且印度尼西亚自
身国家相对权力也较高，其对中国对冲强度属于中等。③ 对冲强度较低国家包括马来西
亚和文莱，战略实施强度较低。两国倾向于协商解决南海问题的政策导向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其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马来西亚和文莱作为小国，本身具有安全脆弱性和规避
风险的本能。谋求妥善管控争端，争取更多与中国的合作机会。

5   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对冲战略分析

根据南海周边国家安全威胁认知与国家战略定位两个维度，将两者之间的组合互动
关系和程度分为4个象限，Ⅰ~Ⅳ象限分别代表H-H型、H-L型、L-L型和L-H型的4种对冲类
型，分别对应硬性、能力主导型、温和、风险主导型4种对冲形态 （图7）。从历史的维度
梳理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现实战略情况，以此验证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对冲战略选择。

菲律宾在2002—2021年的对冲形态具有显著的硬性对冲 （H-H型） 的特征，不同阶
段有所区别。具体来看，第一阶段阿罗约执政时期菲律宾对中国的对冲战略以接触性对
冲为主；第二阶段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菲律宾的对冲战略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硬性对冲特
征；第三阶段杜特尔特上台后调整了对华战略，缓和了对华关系，但其执政后期战略的
摇摆性，使第三阶段整体仍具有低强度硬性对冲的特征。整体而言，菲律宾对中国的对
冲战略以牵制、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等竞争性战略工具为主，合作性工具比例较低。菲
律宾与中国南海岛礁争议激烈，两国地缘政治风险较高，菲律宾的安全威胁认知偏高。
同时，菲律宾受到美国安全保障力量的支持也比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多，菲律宾国家相对
权力也较高，其战略定位认为“具备与中国对抗的力量”。因此，菲律宾对中国的对冲强
度偏高，对中国的战略行为总体比较强硬。从菲律宾现实战略选择情况来看，其一，菲
律宾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提升自身军事实力，由此施展内部制衡手段。不过由于经济和科
技等实力要素的约束条件，使用这一战略工具的比重有限。其二，菲律宾通过不断强化
美菲同盟的方式对中国施加外部制衡的手段，以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安全保障弥补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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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不足。尽管菲律宾自身国家相对权力较弱，但是美菲同盟关系的存在意味着菲律宾
的外部力量可获得性较高。其三，菲律宾也采取牵制战略工具，在东盟多边框架之外发
展同中国关系紧张或者有领土争端的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着力发展与日本的关系，加强
菲日军事安全合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2011年以来中国和菲律宾围绕中国南海区域领
土争端的摩擦和冲突日渐频繁，菲律宾对中国的安全威胁认知急剧上升。在阿基诺三世
时期，菲律宾对中国对冲战略的硬性对冲特征最为突出，其对冲战略组合中牵制、内部
制衡和外部制衡等竞争性战略工具的作用非常突出。

越南在2002—2021年的对冲形态由硬性对冲 （H-H型） 转变为能力主导型复合对冲
（H-L型），越南总体上采取接触、制衡、牵制等多样化战略工具，其对中国的对冲战略
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一定的模糊性，呈现全方位多领域性的特点。越南对中国的对冲形
态从2002—2008年的风险导向型的硬性对冲转变为2017—2022年的能力主导型复合对冲，
主要源于越南安全威胁认知的变化。2002—2008年期间，越南围绕南海的主权化行为增
多，中越地缘政治风险偏高，越南的安全威胁认知由此也比较高。2007年12月海南省政
府向中央提出建立“三沙市”管辖南海诸岛的建议，此举引发越南河内针对中国的游行
示威。此后，中越南海冲突不断加剧，中越的岛礁争议到2014年达到白热化程度，这两
个时期越南的高威胁认知导致其采取硬性对冲。2017年后越共新一届领导层访华，加强
与中国接触，中越地缘关系开始向好发展，安全威胁认知的下降使其对冲战略工具也转

图 7   2002—2021 年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地缘战略对冲形态象限图
Fig. 7   Quadrant diagram of the geostrategic hedging patterns of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toward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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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能力主导型对冲。从越南现实战略选择情况来看，① 越南从经济实用主义出发，利
用约束性接触方式，既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又避免在经济
上过度依赖中国。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越南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中国不仅是越南
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对越投资也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但是越南也重视
经济多元化，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防止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对其军事、安全等领
域产生不利影响。② 中越经济上的火热并不能弥合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越南也积
极采取制衡战略工具。通过不断加大与美国、日本、东盟等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
力度，以获取优良的武器装备，发展自身海上力量，从而对中国实施间接制衡。③ 越南
借助日本等与中国具有领土和领海争端国家的力量，对中国实行牵制战略。近年来越南
和日本两国在南海方向上围绕安全和外交领域的配合及合作不断加深，开展了一系列包
括安全领域沟通对话、海上力量培训和联合演习等常态化和机制化的安全合作，以此期
望抵消中国在南海的海上优势。相比较而言，越南的对冲形态总体要比菲律宾温和，这
是由于越南本质上是一个“安全自助”国家，其国家安全更多依靠自身力量。虽然与美
国的安全合作也在不断加深，但越南受制于与美国的历史恩怨，同时为了避免过度刺激
中国，越南得到和接受美国等外部力量的支持较为有限。越南在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
合作来牵制和制衡中国的同时，也在强调与中国合作的战略意义。

印度尼西亚在2002—2021年的对冲形态一直属于能力主导型对冲 （H-L型），对中国
的对冲战略倾向于采取接触、束缚和内部制衡并存的模糊性战略工具，混合了竞争性和
合作性战略工具。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在南海周边国家中
都处于中等水平，其安全威胁认知有限，国家战略定位上不完全依赖于美国等域外势力，
具有一定的对外决策自主性。从印度尼西亚的现实战略选择情况来看，① 印度尼西亚通
过全方位接触中国以实现自身国家利益，诸如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断推进政治关
系、促进军事安全合作。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自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迅
速发展，中国已连续9年稳居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连续6年成为印尼最大的出口目的
地。2021年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58.6%，增幅居东盟国家首
位。② 印度尼西亚善于采用束缚战略工具，通过地区多边机制约束中国的行为。作为亚
太地区拥有重要话语权和广泛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印度尼西亚不仅只是东盟成员国，并
通过加入亚投行、RCEP谈判等方式努力融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东盟及其主导下
的系列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正是印度尼西亚对中国进行制度约束的主要平台，印度尼西亚
希望通过东盟地区论坛 （ARF） 等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在制度层面约束中国。③ 印度尼
西亚通过军事现代化和兵力部署实施内部制衡手段。为了实现军事装备的现代化，印度
尼西亚军费开支不断增长，提升军事整体实力。相比较菲律宾更多采取外部制衡的战略
工具，印度尼西亚主要采取内部制衡，通过增强自身军事能力和军事部署来应对两国间
的地缘政治风险。归根到底，这源于印度尼西亚具有一定的对外决策自主性。

马来西亚在2002—2021年的对冲形态一直属于温和对冲 （L-L型），战略工具中接触
等合作性因素占据主导，辅之以内部制衡、束缚等有限竞争战略。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地
缘政治风险位居中等水平，国家相对权力在南海周边国家中处于低等水平，因此马来西
亚的安全威胁认知有限，自身国家战略定位上务实灵活，不会对中国采取过激行为。从
马来西亚的现实战略选择情况来看，马来西亚的接触战略工具主要表现为加强中马两国
互信，扩大合作领域和增加合作深度，推进两国防务合作等。马来西亚竞争性手段的使
用隐秘且有限度，保证不触及中国的底线和原则性问题。竞争性因素体现在采取增强自
身实力的内部制衡，借助东盟平台束缚中国。马来西亚在国防政策中明确指出要加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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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防卫能力，并认为中国南海地区事态发展将影响国家安全与发展，并指出马来西亚与
几乎所有东盟国家共享海陆边界，任何对地区安全的破坏都是对国家安全的破坏。马来
西亚倡导实用主义外交原则，战略实施连贯稳定。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其一，马来西
亚和中国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国家实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马来西亚的
国家战略定位认为“采取任何针对中国的过激行为从战略上讲都是不必要的，从政治上
讲是无意义的，从经济上讲也是不明智的”。其二，马来西亚奉行的是经济实用主义原
则，采取灵活务实主义政策。比如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倡议，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无疑增加了其经济发展的红利。

文莱在2002—2008年和2009—2016年两个阶段的对冲形态均属于温和对冲 （L-L型），
对中国的对冲战略中采取接触、束缚等合作性战略工具成分更高。文莱作为典型的小国，
具有安全脆弱性，其在国际政治中往往是非对称性权力关系中的被影响者，实行温和对
冲最符合其国家利益。从现实战略选择情况来看，文莱对中国首要的战略工具为接触，
具体表现为文莱实行多元开放型的经济政策，大力吸引外资等开放型经济措施为两国经
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且两国在很多产品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
其次，文莱也会借助束缚战略工具，在外交和贸易等方面均以东盟为基石，在东盟外交
关系框架下开展各项对外活动，在南海问题上采取“集体安全”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
文莱在2017—2021年对冲形态为风险导向性的复合对冲 （L-H型）。侧面反映出文莱与中
国的地缘风险事件有所增加，其对中国的“安全疑虑”有所上升。这也启示中国与南海
周边国家应加强在重要且低敏感度议题 （比如航行安全、海上搜救等） 上的合作，着力
打造同相关国家的信任关系，助推南海海洋治理良性发展。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基于跨学科互鉴融合理念，援引国际关系学对冲理论，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构

建地缘体间对冲运行方式和对冲战略分析框架，测度了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对冲强度
演变，剖析了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现实战略选择特征。研究发现：

（1） 21世纪以来，南海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呈现“企稳却难安”态势，国家间
地缘政治风险等级异质性显著，菲律宾、越南处于较高位水平；南海争端成为影响地缘
政治风险水平的重要因素，且不同国家具有显著差异。国家相对权力呈现波动趋势，印
度尼西亚的国家相对权力较高源于自身国家综合实力较强，菲律宾则得益于美国的安全
保障赋予其外部力量支持。

（2） 南海周边国家对冲强度是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互动的结果，分别形成
越南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3种模式。菲律宾和越南对冲强度较高，两
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较高，自身具备一定的国家相对权力，因此战略实施强度较高，
在南海争端中也比较强硬；印度尼西亚对冲强度中等，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
险整体较低，国家相对权力也较高；马来西亚和文莱对冲强度较低，源于小国本身的脆
弱性和避险本能，以及希望与中国加大合作的期望。

（3） 南海周边国家基于不同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建构了差异化的安全威
胁认知和国家战略定位，导致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对冲战略选择具有不同的特征。菲
律宾、越南对中国的对冲形态以硬性对冲为主，对冲战略工具中牵制和制衡等竞争性战
略工具突出。印度尼西亚对冲形态属于能力主导型复合对冲，采取接触、束缚和制衡并
存的模糊性战略工具。马来西亚和文莱是实施温和对冲的代表，马来西亚以接触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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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占据主导，辅之以内部制衡和束缚等有限竞争战略；文莱的接触、束缚合作性战
略工具成分更高。
6.2  讨论

地缘政治学具有交叉学科性质，使得跨学科交融互鉴是地缘政治的重要研究路径，
本文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① 本文援引国际关系学中的对冲理论，在厘清其核心变
量“风险”和“能力”的基础上，融入地缘体互动思想，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地缘政治视
角下的对冲内涵，明晰国际政治现实中对冲运行方式。② 基于地理学研究方法和思维，
运用双变量地图可视化方法呈现对冲强度时空格局，从地理学“要素”到“综合”的系
统思维分析了对冲战略，并用南海周边国家的现实对华战略进行相互验证。不仅表明地
理学在地缘政治跨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也反映出对冲理论对研究地缘战略问题的有
效性。③ 将对冲战略这一概念借鉴到地缘政治，尤其是地缘战略研究方面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从国家属性来看，中小国家本身具有“安全依赖性”和“地缘依附性”；从区域
来看，地缘战略交汇区具有“大国权力博弈”和“战略不确定”的地缘区位特征。将对
冲应用在地缘战略交汇区的中小国家地缘战略行为研究方面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此外，
对冲具有潜在的多元和复杂特征，一国的对冲战略行为也受到区域体系力量中多国的影
响和制约，网络视角下的对冲战略研究是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议题。因此，基于地缘政
治相关理论，对地缘战略交汇区对冲战略进行理论构建，并结合典型案例国别进行更加
细致和深入地分析；从网络视角出发，基于区域体系探索不同地缘体网络结构下国家对
冲战略问题，这些都将是笔者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点。

本文从南海周边国家视角，解读其对中国的对冲战略特征，这为中国制定与南海周
边国家良性互动的地缘战略和妥善处理南海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
应该继续坚持双轨解决机制，在继续宣示和捍卫对南海岛礁拥有主权的同时，也应继续
提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在重要低敏感度议题 （比如
航行安全、海上搜救等） 上的合作，以实质的合作降低和化解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

“安全疑虑”，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合作战略和政策，
以期为实现南海海洋治理和区域合作共赢创造新思路和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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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global landscape has evolved towards multipolarity, 

and the geostrategic behavior of states has gradually shifted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binary 

model of "balancing-bandwagoning" to a more flexible and diverse one called hedging strategy, 

and it is the current strategy that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adopted in 

response to China's actions. By introducing the hedging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 

seek to understand, from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how these geopolitical entities employ 

hedging strategies. Firs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to theorize hedging strategy, 

consisting of driving factors, mediating factors, and strategic choices. Second, the hedging 

intensity is assessed quantitatively via the geopolitical risk and the relative power index of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volution of it is presented through a bivariate 

visualization method, and the various hedging patterns are classified by utilizing the quadrant 

diagram. Finally, bo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quantitative outcomes are validated by 

analyzing the strategic practices of the study region. We conclude that: (1) the geopolitical risks 

of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been "tending to be stable but difficult 

to achiev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with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among these 

countries. The evolution of state relative power exhibits a fluctuating trend, closely linked to   

U.S. intervention. (2) The hedging intensity of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result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opolitical risk and state relative power, leading to three 

distinct forms, represented by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and 

Brunei, respectively. (3) The intrinsic logic of the hedging strategies of these countries can be 

seen as a strategic cognition shaped by their threat awareness and nation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This cognition then orientates diverse hedging approaches that guide these countries in 

applying either cooperative or competitive tools. By understanding the intensity and nature of 

the strategic hedging by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we aim to provide a 

unique vantage point for China's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Keywords: geopolitics; hedging intensity; hedging strategy; geopolitical risk; state relative 

power;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GD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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